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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主要從歷史的角度研究魯迅對“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和文化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認為魯迅不僅在政治層面極大地影響到“文革”之後的中國社會的轉型，而且也在文化層

面和思想層面深遠地影響了“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學創作和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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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中國政府為了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並反擊蘇聯借紀念魯迅來攻

擊中國“文革”的言論，而舉行了有七萬多人參加的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會，把魯

迅塑造成毛澤東的紅小兵，號召紅衛兵學習魯迅的造反精神，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

底，這不僅極大地歪曲了魯迅的真實形象，而且也開始把魯迅納入“文革”的話語體系之

中，利用魯迅為“文革”服務。此後，在“批林批孔”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判

《水滸》運動中又利用魯迅來為這些運動服務，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文革”後期，毛

澤東發出了“讀點魯迅”的號召，在全國掀起了學習魯迅的高潮，極大地推動了魯迅在全

國各地的普及工作。在中國歪曲與利用魯迅達到巔峰的“文革”時期，國外的魯迅研究卻

陸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極大的彌補了中國國內魯迅研究的缺陷。

魯迅與“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1966——1976）

1，魯迅與“文革”時期的中國政治

①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大會

六十年代，中國的國際形勢處於極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中國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

主義國家的關係已經破裂；另一方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朝鮮戰爭之後進一步加

強了對中國的封鎖和制裁。

1966年5月，毛澤東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以後，蘇聯的一些官方媒體和漢學家在10月

份借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的機會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批評。10月19日，上海、

廣州、紹興等地隆重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會，但是這些大會都沒有來得及對



蘇聯的批評作出反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決定在10月31日舉行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

年的大會來反擊蘇聯的批判。

從新華社的報導中提到的出席大會的人員和人數可以看出這次會議之隆重：在主席臺

就座的有國家領導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北京紅衛兵造反派的頭頭及第三世界熱愛中

國的友好人士，這不僅充分表明了這次會議的廣泛代表性和重要性，而且充分表明紅衛

兵已經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出席會議的人數超過七萬人，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紀念魯迅

的活動，這極大地展示了中央決定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信心和力量。

姚文元代表中央作了題為《紀念魯迅 革命到底》的講話，對蘇聯利用魯迅來批評“文

革”的言論進行了批駁：

最近，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者，竟利用紀念魯迅的機會，無恥地用

誣衊魯迅來誹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竟然把魯迅誣衊成什麼“人道主義者”“博愛的

歌手”。他們胡說什麼魯迅主張舊時代的文學和藝術有“永久的價值”，魯迅反對文化領域

中進行革命，反對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真是對魯迅極其卑鄙的捏造。

姚文元最後向紅衛兵發出了號召：

在這樣的階級鬥爭的歷史面前，魯迅那種永遠前進、革命到底的精神，更覺得珍貴。

我們一定要像魯迅那樣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跟上不斷發展的形勢，永遠跟著偉大導

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鬧革命，永遠同革命的人民在一起，努力學

習新事物，熱情支持新事物，在社會主義革命的階級鬥爭的烈火中，永遠前進，革命到

底，永不中途退卻！永不掉隊！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做毛主席的好學生和好戰士！

從姚文元的講話中，可以看出這次紀念魯迅的大會重點是以紀念魯迅的名義來動員廣

大人民特別是紅衛兵的力量，反擊蘇聯的批判，永遠忠於毛主席，堅定不移地進行“文化

大革命”，以“文化大革命”的實際行動來學習魯迅、紀念魯迅。

大學生紅衛兵代表、北京地質學院學生黃平穩和中學生紅衛兵代表、北京長征中學學

生劉路分別作了題為《學習魯迅，永遠忠於毛主席》和題為《斥西蒙諾夫》的發言，許

廣平和郭沫若代表魯迅家屬和文化界分別作了題為《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和



《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講話。從紅衛兵和許廣平、郭沫若的講話中可以看出，他們

基本上都是在按照姚文元的講話精神來演講，並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式對魯迅的語言進行

了新的闡發，利用魯迅為“文革”服務，從而把魯迅與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文革”緊密結合

起來，把魯迅納入“文革”的話語體系之中。黃平穩在結合紅衛兵的實際對魯迅精神進行

了全新的解讀之後，代表大學生紅衛兵宣誓要“學習魯迅，永遠忠於毛主席”；許廣平在

講話中強調了魯迅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熱愛,稱魯迅是“黨的一名小兵”，毛主席是“魯迅心

中最紅的太陽”；郭沫若在講話中也突出了魯迅對毛主席的熱愛，認為魯迅的《答徐懋庸

並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是魯迅臨死前的入黨申請書，而毛主席後來肯定魯迅為“共產主義

者”，“這也可以認為魯迅的申請書已經得到了黨的批准”。此外，劉路、許廣平、郭沫若

都結合當時的國際形勢在講話中批駁了蘇聯的一些學者對“文革”的批評。

可以說，在這次大會上，通過姚文元、郭沫若等人的講話，魯迅不僅成了紅衛兵造反

的榜樣，而且成為毛主席的忠實的一個小兵，並成為中蘇論戰的工具，因此這次歷史上

規模最大的紀念魯迅的大會同時也是對魯迅歪曲、利用最嚴重的大會，深刻的影響了“文

革”中廣大紅衛兵對魯迅的理解與認識，從而導致“文革”中政治利用魯迅現象的普遍化、

極致化。

②《人民日報》刊登的紀念魯迅的文章

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而發表了社論《學習魯迅的

革命硬骨頭精神》。社論重點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紀念魯迅，“一定要遵循毛主

席的教導，繼承和發揚魯迅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硬骨頭精神。”社論指出：“我國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引起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

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極端仇視。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對我們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蘇

聯修正主義者，甚至無恥地以‘紀念’魯迅的幌子，吵吵嚷嚷，把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

誣衊為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者和舊文化的維護者，藉以攻擊我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無

產階級的叛徒們，在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魯迅身上，要想找到攻擊我國文化革命的任何

藉口，都是枉費心機的。”社論最後發出號召：“魯迅在長期的鬥爭生活中，在毛澤東思

想的引導和鼓舞下，不倦的追求無產階級的革命真理，徹底地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

態和舊的傳統觀念決裂，終於成了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們學習魯迅，就要像他那

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中，迎著鬥爭的暴風雨奮勇前進！”

這樣社論就把魯迅塑造成為舊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和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不僅鼓

勵紅衛兵以魯迅為榜樣大膽的造反，“痛打落水狗”，而且鼓勵紅衛兵要像魯迅那樣成為

共產主義戰士，“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

1971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魯迅誕辰九十周年而發表了上海市委寫作組用

“羅思鼎”的筆名撰寫的《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紀念魯迅誕辰九十周

年》一文，這篇文章結合當時的批孔運動，強調學習魯迅徹底批判孔家店的精神具有重

要的現實意義：“今天，我們紀念魯迅，要學習魯迅批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徹底批

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思想體系，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需

要，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需要，是深入搞好鬥、批、改的需要。階級鬥爭的規

律告訴我們，革命大批判一刻也不能停頓，還要努力作戰。我們要在‘九大’路線的指引下

前進！”

這篇文章把魯迅塑造成革命大批判的戰士，突出了魯迅的革命性和戰鬥性，以魯迅批

判孔家店的徹底革命精神來表明當前批孔運動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為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而發表了題為《學習魯迅 永

遠進擊》的社論。社論首先指出：“魯迅的一生，是不斷革命的一生，‘永遠進擊’的一

生。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的光輝思想和革命實踐，突出的體現

了無產階級革命家徹底革命的特徵和品質”。社論最後發出了號召：“‘革命無止境’。無產

階級革命事業是在鬥爭中前進的。魯迅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我們去戰鬥。我們要緊

密地團結在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掀起學習馬列著作、

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

政下的繼續革命，深入批鄧，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堅決反對任何違背党的三項基本原

則的言論和行動，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的勝利成果，把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人民日報》在國家領導人交替的關鍵時期，發表了紀念魯迅的社論，無疑是用

魯迅的“永遠進擊”的精神來號召全國人民要統一思想、統一認識，在新的國家領導人華

國鋒的領導下，繼承毛澤東的遺志，繼續革命，“永遠進擊”。

③魯迅著作注釋與出版工作引起的政治鬥爭



魯迅著作的出版也牽動了不同政治集團之間的政治鬥爭。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1966年第9期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

談會上的講話》一文，《紅旗》雜誌還以編輯部的名義添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

指南針——重新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按語》，指出：“毛澤東同志的這篇

講話，針對周揚同志為代表的三十年代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作了系統的批判。以周揚為

代表的三十年代資產階級文藝路線，在政治上，是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

的產物；在思想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表現；在組織上，是為了個人或小

集團利益的宗派主義。二十四年來，周揚等人始終拒絕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頑

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

同日，《人民日報》以“《紅旗》雜誌為紀念黨的生日 推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重新

發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編輯部為此發表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的指南針》的按語 並發表文章揭露批判周揚的修正主義的文藝黑線”為題，發表了新

華社電訊。7月4日，《人民日報》又轉載了《紅旗》發表的《周揚顛倒歷史的一支暗箭

——評〈魯迅全集〉第六卷的一條注釋》一文，把批判周揚的運動推向了高潮。

這一場由魯迅注釋引發的政治鬥爭逐漸被擴大化，不僅造成了許多人間慘劇，而

且也產生了深遠的不良影響，以致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一段較長的時期，文藝界關於

“兩個口號”論爭的評價問題，特別是魯迅的這一條注釋的問題仍然存在一些爭論。

（2）魯迅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

中國大陸在“文革”期間對魯迅的大力宣傳也促使一些國外的官方的研究機構或學

者關注魯迅，這極大地促進了國外翻譯魯迅、研究魯迅的工作，一些左翼學者還以革命

的熱情大力宣傳、介紹魯迅。“文革”時期，中國的外交也受到國外紀念魯迅活動的影

響：中、蘇之間因為紀念魯迅而發生了論戰進一步惡化了中蘇關係，中、日之間通過紀

念魯迅促進了中日關係。

①中、蘇圍繞紀念魯迅所進行的關於“文革”的論戰

五十年代，中蘇友好極大的推動了蘇聯的魯迅研究工作，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

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蘇聯的魯迅研究也因此受到了一定的影響，魯迅研究一度還成為

中蘇之間政治論戰的工具。

1966年10月8日，蘇聯《文學報》刊登了康·西蒙諾夫為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而撰寫



的《想念魯迅（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一文，在介紹了蘇聯出版魯迅著作的情況以

後，西蒙諾夫對中國“文革”利用魯迅的現象進行了批評：“對此不能不高興，因為我們，

蘇聯的文化工作者，深深地相信，目前在中國進行的稱之為‘文化革命’的一切，是和人民

格格不入的暫時的現象，而蘇中兩國人民之間的文化和文學的聯合是鞏固的、非暫時

的、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的。魯迅的偉大名字，在傳到我們耳中後，隨著所謂‘文化革命’

（實際上同革命和文化都毫無共同之處）而來的那種粗暴的不體面的反復叫囂的背景

上，將發生更加響亮和經常不斷的聲音來。”西蒙諾夫的這篇文章在中國受到了大規模的

批判，被斥為是蘇聯修正主義利用魯迅來反對中國的“文革”。

10月18日，《蘇維埃文化報》發表了符·伊·謝曼諾夫為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而撰寫

的《思想家——文學家（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一文，指出了魯迅的思想特點和文

學成就：“魯迅在自己身上把人道主義和革命性結合起來，同時也是另一種結合的光輝範

例——民族性與國際性的結合。”謝曼諾夫最後指出了魯迅在文學上的貢獻：“傑出的作

家、民主主義者、人道主義者魯迅第一個使中國文學登上了世界舞臺，使它和歐洲文學

接近起來，同時成為卓越的真正有民族特點的藝術家，因此獲得了地球上一切思想進步

的人們的敬愛。”

1971年，艾德林在為紀念魯迅誕生九十周年撰寫的《真理的捍衛者——關於魯迅》一

文中指出：“魯迅的人道主義的遺產，就是在今天，也像作家在世時一樣，是對損害進

步、損害光明、損害多少世紀以來人們歷經千辛萬苦得來的文化的人們的批判。”

這幾篇文章都是針對中國“文革”時期對魯迅的評價，通過強調魯迅思想中的人道主義

來含蓄的批評中國的“文革”對魯迅的歪曲。

1971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蘇共二十四大上公開點名反華，並要同中共進行“堅持不懈”

的鬥爭。此後，蘇聯報刊上掀起了反華的高潮，蘇聯的一些中國學家和魯迅研究家也以

紀念魯迅，研究和評論魯迅為名來反華，明確批評了中國的“文革”，並指出了中國在“文

革”中歪曲魯迅的政治目的。

謝曼諾夫在《魯迅與教條主義》（《亞非人民》雜誌1968年第2期）一文中批評了中

國領導人的文化政策，指出：“近幾年來，中國領導不僅對世界古典文學，而且對幾乎在

十月革命影響下發展起來的整個文學，都加以聞所未聞的咒駡。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

作家，在今天的中國得到承認的，事實上只有魯迅一人。對於魯迅，他們寧可歪曲而不

打倒的。這裏起主要作用的，未必是魯迅的天才，因為中國的虛無主義者對任何天才都



不予理睬的。在他們看來更重要的是：魯迅是民族新文化的始祖（要知道民族新文化是

不能一點不留下的），而且是在一九四零年至一九四二年得到毛主席讚揚的。”

阿·尼·熱洛霍夫采夫在《偽造在繼續——讀中國報刊發表的關於魯迅的文章》（《遠

東雜誌》1973年第2期）一文中詳細地批評了中國“文革”對魯迅的歪曲： “魯迅所表現的

對人民和革命的忠誠，現在中國變成了對毛澤東和他的‘思想’的盲目忠誠”，這“距離”魯

迅同毛主席的“真正關係太遠了”。在三十年代“根本談不上什麼特殊的‘毛的路線’”，魯迅

生前“聽也沒有聽說過什麼‘毛澤東思想’”，當時“甚至還沒有‘毛澤東思想’這樣的術語”，

“因為‘毛澤東思想’是直到四十年代才宣佈的”。而魯迅在後期是“從進化論轉向馬克思列

寧主義，而不是轉向毛澤東思想”，魯迅的思想同毛主席的思想是“根本水火不相容的”。

熱洛霍夫采夫在《中國“文化革命”以後魯迅遺產的命運》（《中國文學研究在蘇聯》論

文集，1973年8月出版）中指出：“文革”“特別強調‘路線鬥爭’和‘階級鬥爭’”，“把魯迅當作

是在人民中間鼓吹所謂‘階級鬥爭’的手段之一”，在中國“關於魯迅的論文中，還清晰的表

現出了九大制定的對內政組織路線的基本傾向：深入和擴大所謂‘階級鬥爭’（即反對劉少

奇和其他一切‘持不同政見者’）”。因此，中國“當前的方針”是與“魯迅的創作精神”“大相

徑庭”的，中國“利用魯迅的威信適應‘文化革命’的需要和要求”，“‘文化革命’的實質同這位

元偉大作家的革命目標是根本對立的。”[84]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蘇聯魯迅研究專家在六、七十年代撰寫的這些關於魯迅的文章雖

然更多的是從中蘇意識形態之爭出發而寫的，借魯迅來批評中國的“文革”和中國共產

黨，但是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是對中國“文革”對魯迅歪曲的一種反駁，對於促使中

國的魯迅研究在“文革”後走上正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蘇聯學者對於魯迅人道主

義思想的強調也是魯迅研究的重要進展，對後來的魯迅研究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②中、日圍繞紀念魯迅所進行的外交活動

1972年，中、日建交有力的推動了日本紀念與研究魯迅的活動，日本各地不僅相繼舉

行了一些紀念魯迅的活動，並開始以魯迅為象徵來推動日中友好，而且日本的魯迅研究

也取得了較多的成果。

1976年，為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日本各地陸續舉行了一些紀念活動，這些活動都

突出了魯迅是日中友好的先驅的主題。據新華社1976年11月6日電訊報導，“在廣大日本

人民的心目中，魯迅也是一位救國救民的偉大戰士，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這在日本各



地舉行的許多紀念活動中，都表現出來。魯迅還被廣大日本人民和研究界認為是日中友

好的先驅，與藤野先生一起被尊為架設日中友好之橋的先賢，這在日本歷次舉行的有關

紀念活動中，在建立的各種有關魯迅的紀念碑中，都有極為生動的表現”。在京都“魯迅

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活動實行委員會”散發的傳單寫道： “魯迅是日中友好的先驅”。日共

（左派）機關報《人民之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我們必須明確魯迅的文學和魯迅的革

命精神在今天的意義，把它真正的應用於日本的實踐。”[85]

魯迅與“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化

1、各種與魯迅有關的著作的出版

①形形色色的《魯迅語錄》

“文革”中出版了眾多的、各式各樣的《魯迅語錄》，其中又有相當多的是按照“紅寶

書”《毛主席語錄》的式樣印刷的，這無疑顯示出《魯迅語錄》具有和《毛主席語錄》相

似的地位和作用。這些《魯迅語錄》雖然有許多種類，但大同小異，基本上都是各地的

紅衛兵組織從魯迅的部分雜文和部分書信中摘取的一些段落或一些句子編成的，在內容

方面也有高度的相似性。

因為毛澤東對魯迅的推崇與高度評價，“文革”中出現了一些以“魯迅”為名的紅衛

兵組織，如各地的“魯迅兵團”、“魯迅戰鬥隊”、“魯迅縱隊”等，這些為弘揚魯迅的戰鬥精

神而建立的以“魯迅”為名的紅衛兵組織也編輯了一些《魯迅語錄》，從這些語錄中可以

看出“文革”中魯迅語錄的出版狀況。

署名為“首都紅代會、新北大井岡山兵團魯迅縱隊、內蒙古宣教口魯迅兵團翻印”的

《魯迅語錄》在1967年11月出版，署名為“北京師範學院《魯迅兵》、北京魯迅博物館

《紅色造反隊》、北京電車無軌一廠《烈火》編輯部” 編輯的《魯迅語錄》在1968年1月

出版，署名為“哈爾濱第四中學魯迅兵團”編輯的《魯迅語錄》在1968年出版。從這三本

《魯迅語錄》的編輯體例中可以看出，編者都把毛澤東放在最突出的地位，不僅在扉頁

刊登了毛主席語錄，而且還刊登了毛澤東論述魯迅的大量的言論，有的還刊登了毛澤東

的照片。這樣就把魯迅和毛澤東以及中國共產黨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把魯迅納入毛澤東

思想的話語體系之內。

另外，這三本語錄的編輯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繼承和發揚魯迅精神，清算“周揚等一小



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對魯迅進行的惡毒的政治迫害，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文革”時期紅衛兵組織編輯的各種《魯迅語錄》無疑極大地促進了魯迅思想的傳

播，深刻地影響了當時的青少年，但是這些從魯迅文章中摘錄的一些語句在被編成各種

《魯迅語錄》，並被紅衛兵用於批判和鬥爭時，基本上都是歪曲甚至背離了魯迅原意

的，對於魯迅的傳播無疑也產生了深遠的、很難消除的不良影響。

②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重版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周恩來總理準備送給他一套《魯迅全集》作為禮

物，為此總理辦公室曾多次派人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要書，但是在當時1958年版的《魯迅

全集》已被認作是“禁書”，要送就只能送一套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不過，人民文

學出版社又沒有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的紀念本，最後從魯迅博物館庫藏的兩套紀念

本中才選出較好的一套送給尼克森。此事使人民文學出版社想到了重版1938年版《魯迅

全集》。可以說，尼克森訪華不僅打開了中美交流的大門，而且也直接促進了重新出版

魯迅著作的工作。12月，由姚文元請示周總理後，周總理批示同意出版。1973年初，經

過孫用仔細校勘並改正了原版的一些編校錯誤，人民文學出版社以簡體字的方式重印了

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並作兩處重要的改動：一是刪去了蔡元培原序中的落款“民國

二十七年六月一日”；二是在第四卷《偽自由書·王道詩話》的文後增加了一條新注，“說

明”當時已經被打為叛徒的瞿秋白寫的這12篇雜文是他“與魯迅交換意見後” 撰寫的，不僅

“包括了魯迅的某些觀點”，而且“經過魯迅的修改”，因此才收入全集。同時，人民文學

出版社還出版了經過孫用校勘的二十四種魯迅著作的單行本，各地的出版社也租用人文

社的紙型翻印這些魯迅著作，這不僅極大的促進了魯迅著作的傳播，而且極大地滿足了

當時無書可讀的讀者的閱讀需求。 

③《魯迅批孔反儒文輯》、《魯迅批孔作品選讀》和《魯迅關於〈水滸〉的論述》等

書籍的出版

1973年和197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而先後編印了《魯迅批孔

反儒文輯》、《魯迅批孔作品選讀》、《魯迅關於〈水滸〉的論述》各一冊，其中的

《魯迅批孔作品選讀》只印了試印本，未正式發行。此外，各地的出版社結合批林批孔

運動、批《水滸》運動也相繼出版了一些類似的書籍，這些書籍大都是選擇魯迅的幾篇



文章，然後結合現實的政治運動進行闡釋，歪曲利用魯迅的文章，通過魯迅來達到一定

的政治目的。例如，《魯迅批孔反儒文輯》選錄了《我之節烈觀》、《十四年的“讀

經”》、《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禮》、《談皇帝》、《儒術》等文章，編者在《編

選說明》中指出：“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魯迅在戰鬥的一生中，對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

進行了堅決的不妥協的鬥爭。他的許多文章，深刻的剖析了孔子學說的反動性和虛偽

性，揭露了從袁世凱到蔣介石等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尊孔讀經的反動實質，從政治上、

思想上、理論上給儒家思想以有力的批判和打擊。學習魯迅的這些文章，對於當前批判

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思想，進行上層建築包括意識形態領域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有重

大的意義。”

④《魯迅日記》和新版《魯迅書信集》的出版

1975年10月28日，周海嬰在胡喬木的支持下就魯迅著作出版工作和魯迅研究工作上書

毛澤東，11月1日，毛澤東作出批示，要求政治局研究解決這一問題。

1976年4月，國家出版局主持在濟南召開了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座談會。會議傳達並討

論了毛主席關於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批示和周海嬰的信，並對魯迅著作注釋工作的要求

和注釋體例等重新又做了一些討論，同時也明確要求各注釋組所在地的黨委宣傳部門關

心和支持這項工作。這次會議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魯迅著作的出版工作。

但是，新版《魯迅書信集》出現了一些“政治問題”： “出版說明”中沒有提到毛主席對

魯迅的崇高評價；沒有點劉少奇、周揚的名；沒有說明為什麼把魯迅給好人和壞人的信

都收了等。為此，出版局要求人文社改寫“出版說明”，並通知書店立即停售和收回未售

出部分，工廠尚未送出的則存廠停送。人文社只好按照出版局的要求一面改裝一面發

行，10月末，就出版了修訂版的《魯迅書信集》。這次《魯迅書信集》引發的政治風波

充分顯示出政治因素對於魯迅著作出版工作的重要影響。

④石一歌編撰的有關魯迅的著作

1971年秋，周恩來總理陪同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來上海時專門對高校文科教材的編

寫工作作出了指示，他說：“文科教材不能光是毛主席的詩文，對此主席本人也不會同

意。也不能用太多的政治檔當作文科教材。我希望先用魯迅先生的作品作為文科教材，

以後再逐漸擴充其他內容。上海在這個問題上要帶個頭，因為魯迅先生在上海生活了十



年之久嘛。可以先成立魯迅教材編寫組，也要向工農兵學員講清楚魯迅生平，以及他與

那些反動勢力的鬥爭。大學的文科複課，比理工科艱難，大家要一步步試驗。”11月29

日，張春橋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編一本二萬字左右的《魯迅傳》，這樣不僅

可以為今後撰寫為江青樹碑立傳的《文藝思想鬥爭史》打下基礎，而且也可以向上級交

差。經過上海市委寫作組總指揮、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徐景賢親自審批，朱永嘉在1972

年1月3日正式組建了“復旦大學、上海師大複課教材編寫組（《魯迅傳》編寫小組）”，

組長是華東師大（當時已並為上海師大）的教師陳孝全，副組長是復旦大學的教師吳歡

章。因為編寫組共有11人，所以起了一個“石一歌”的筆名（諧音為“11個”）。這個教材

編寫組在最初的工作地點復旦大學學生宿舍十號樓工作期間，陸續編出了《魯迅小說

選》、《魯迅雜文選》、《魯迅散文詩歌選》等教材，署名均為“復旦大學、上海師大教

材編寫組”，這些教材立即用到了課堂上。1972年，編寫組撰寫了10萬字的《魯迅傳》初

稿，寫作組負責人肖木向張春橋彙報說：生動不如王士菁，深度不如姚文元。張聽後沒

有表示意見。1973年，《朝霞》叢刊第1期發表了《魯迅在廣州》一章後，姚文元說：

“這樣寫還可以，就怕淺了”。另外，這個教材編寫組的工農兵學員，還用“石一歌”的筆

名編寫過一本少兒讀物《魯迅的故事》。

1974年，這個教材編寫組搬遷到巨鹿路上海作家協會所在地，改變了編寫教材的職

能，並更名為“石一歌”小組，任務仍然是寫《魯迅傳》。《魯迅傳》在觀點上的主要錯

誤是歪曲魯迅批孔的事蹟，把周揚等人當作了敵人。為了配合所謂“批林批孔”鬥爭的需

要，“四人幫”黨羽下令把《魯迅傳》中魯迅後期的一章《再搗孔家店》作了大改後以

《尊孔與賣國之間——從魯迅對胡適的一場鬥爭談起》為題提前發表出來。文章從魯迅

不同時期、不同內容的四篇文章中，斷章摘句地引用魯迅的原話，得出所謂魯迅總結的

關於“尊孔”與“賣國”的規律，把魯迅反帝反蔣的1934年幾乎寫成了“批孔年”。在《魯迅

傳》最後一章《鞠躬盡瘁》中，也依照“四人幫”的調子，對周揚、夏衍等同志進行誣陷

和批判。[80]

⑤以魯迅為名的出版物

在“文革”中，一些造反派組織還創辦了一些以魯迅為名的出版物，這些以魯迅名

字命名的出版物主要刊登中央“文革”首長的講話和這些組織的活動情況，主要用於交流

和傳播資訊。筆者在搜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就發現了成都東方紅電影製片廠魯迅文藝戰



團主辦的《魯迅文藝戰報》、舟山報社魯迅戰鬥團主辦的《魯迅戰報》和魯迅大學造反

隊主辦的《魯迅戰報》。筆者看到的這一期《魯迅文藝戰報》刊登了《向無產階級文藝

戰線的偉大旗手江青致敬——江青同志在文藝戰線上英勇鬥爭大事記》和用毛澤東《七

律·為李進同志所攝的廬山仙人洞照》譜寫的歌曲；舟山報社魯迅戰鬥團主辦的這一期的

《魯迅戰報》（活頁文選2）刊登了1967年10月22日《康生、姚文元、張春橋、李天佑等

首長接見安徽赴京彙報代表團全體同志的講話紀要》；魯迅大學造反隊主辦的這一期

《魯迅戰報》刊登了《緊緊掌握戰鬥的方向》和《四月十六日江青、陳伯達、康生講話

要點》等文章。另外，一些以魯迅為名的造反組織也主辦了一些出版物，這些出版物雖

然沒有以魯迅的名字來命名，但是也經常刊登魯迅語錄和魯迅的文章。

⑥中學語文課本中的魯迅作品

“文革”期間，人民教育出版社統編的教材被停止使用，但是各省市都自編了本地區使

用的教材，其中選錄的魯迅作品和“文革”前選錄的魯迅作品大多相同，只是隨著“文革”

的進展又增添了一些魯迅文章：“在‘批孔’時，《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被選入教材；評

《水滸》時，《流氓的變遷》被選入教材；為了證明‘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答托洛

茨基派的信》為必讀篇目；1976年10月以後，因批判張春橋的需要，《三月的租界》也

被選入教材”。

此外，“文革”期間中學語文課本對魯迅及其著作進行了歪曲和利用，把魯迅塑造成毛

主席的學生，把魯迅的作品塑造成“革命大批判的武器”：“《一件小事》用來證明知識份

子應該向工農學習，進行嚴格的思想改造，‘狠鬥私字一閃念’；《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

見》，用來證明知識份子與工農結合道路的必要性；《論‘費厄潑賴’應該該緩行》是鬥爭

形形色色‘階級敵人’的最有力的武器；《‘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和《文學與出汗》是

批判‘十七年’‘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活教材；《風波》詮釋的是‘文革’最響亮的口號‘反復

辟、反倒退’；《故鄉》和《祝福》因揭露了舊中國的黑暗邏輯地證明今天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好；《友邦驚詫論》是聲討美帝國主義的檄文”。[81]

“文革”期間中學語文課本對魯迅作品的選錄與闡釋雖然從政治的需要出發，對魯迅進

行了利用，造成了深遠的惡劣的影響，但也在客觀上促進了魯迅的傳播。

⑦發行紀念魯迅的郵票



　 1966年12月31日，為了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郵電部結合“文革”的形勢發行了

《紀念我們的文化革命先驅魯迅》的郵票，全套三枚，圖案分別是“毛主席對魯迅的評

價”、“魯迅像”、“魯迅手稿”，編號為紀122，前兩枚郵票的設計者是劉碩仁、孫明春 ，

第三枚郵票的設計這是孔紹惠，每個郵票都印刷了600萬枚。這套郵票重點突出了魯迅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戰鬥精神，不僅將毛澤東對魯迅的崇高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

的主將……”這一段話作為這套郵票中的第一幅郵票，而且也結合“文革”中的革命形勢為

這套郵票設計了紅色的背景。

1976年10月19日，為紀念魯迅逝世四十周年，郵電部發行了《紀念中國文化革命的主

將魯迅》的郵票，全套三枚，圖案分別是“魯迅浮雕像”、“永不休戰”和“學習魯迅的革命

精神”，編號為J.11。這三枚郵票分別採用了美術家張松鶴、湯小銘、沈堯伊的雕塑和油

畫進行設計，設計者為劉碩仁、鄧錫清，每個郵票都印刷了1000萬枚。這套郵票雖然是

在“文革”結束3天后發行，但仍然屬於“文革”期間設計、審批的郵票。因為“文革”後期設

計、審批了11套“J”字頭紀念郵票(J.1至J.11 )，其中前10套在“文革”期間發行，這一套在

“文革”結束（1976年10月16日）之後3天才發行。

　　這套郵票也緊密配合“文革”政治形勢設計，例如第二枚郵票採用湯小銘《永不休

戰》的油畫進行設計，畫面上的魯迅，頭部昂揚向上，兩眼蘊含著悲憤，手中握著筆，

正在構思，體現出魯迅對階級敵人的刻骨仇恨和永不休戰的頑強戰鬥精神。

  

⑧重建紹興魯迅紀念館

“文革”中，紹興市對原來的魯迅紀念館進行擴建，在魯迅故居的旁邊仿照杭州等地的

“紅太陽”展覽館建造了一座具有鮮明“文革”樣式的紹興魯迅紀念館，用闊大飛揚的“文革”

式建築風格體現了魯迅是中國新文化運動旗手這一象徵含義。

魯迅對文學和藝術創作的影響

①全國學習魯迅著作的高潮

1975年末，毛澤東發出了“讀點魯迅”的號召，由此掀起了全民學習魯迅著作的高潮。

1976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和通訊員采寫的魯迅故鄉人民學習魯

迅著作的報導《戰鬥正未有窮期 ——訪魯迅故鄉紹興 》。



這篇報導詳細地描述了魯迅故鄉的人們結合政治形勢學習魯迅的先進事蹟，從中可以

看出魯迅故鄉的人們把學習魯迅與當前的生產與鬥爭緊密地結合起來，巧妙地尋找到魯

迅和當前的政策的結合點，把學習魯迅納入到毛澤東的路線之中，“決心運用（魯迅的）

這些經驗，指導當前的鬥爭，搞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用戰鬥的實際行動紀念

魯迅。”另一方面，從這篇報導中也可以看出由毛澤東掀起的學習魯迅的熱潮已經滲透到

中國社會城鄉的每一個角落，這一運動雖然有實用主義的利用魯迅的傾向，但仍然極大

地促進了魯迅的傳播，使魯迅的影響迅速地傳到了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

②魯迅作品在民間的流傳

“文革”時期，魯迅的著作是在毛主席的著作之外唯一被官方允許閱讀的文學作

品，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魯迅的著作成為廣大青年的精神食糧，並對“文革”時期的

青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家張抗抗畢業於魯迅曾經任教過的中學，並在中學期間參加了“魯迅文學興趣小

組”，她在《心靈的哺育者——魯迅》一文中回憶了自己在“文革”時期閱讀魯迅的情況：

一九六九年，我去了北大荒農場。在我能帶走得不多的書籍中，魯迅先生的作品占了

幾乎一半。在那周圍沒有更多的書籍、也不允許閱讀其他書籍的荒蕪的原野上，在寒冷

而漫長的冬季的火爐邊，魯迅先生是一位倖存者，在身邊陪伴我們度過了那麼艱難的歲

月。……在那個年代中，它們源源不斷地提供給我精神力量。從這時候開始，魯迅先生

作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一個反抗黑暗勢力、尋求光明的勇士的形象，在我的心裏牢

牢紮根了。一種由衷的敬仰和熱愛，代替了幼時帶有盲目性的神聖感和崇拜心理。

作家張揚從10歲開始看魯迅著作，魯迅的思想、人格和作品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他的“奶”和“血”養育了我的“肉”和“骨”》一文中，他回顧了自己在“文革”中閱讀魯迅

著作的情況：

作為“文革”時期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甚廣的小說《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張揚還特

別回憶了自己在“文革”時期創作這篇小說的經過及由此遭受到的磨難：



我應當永遠感激偉大的魯迅。他的硬骨頭精神，極大地激勵了鐵窗歲月中的我。“立足

於死、背水一戰”的結果，是使我有勇氣揭露並怒斥“四人幫”一夥在辦案中的大量違法亂

紀行為。使他們狼狽不堪、深陷被動，被迫中斷預審達一年之久，從而使我自己爭取了

時間。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當他們操起刀筆，重新開手辦案時，北京傳來了“四人幫”

被粉碎的消息；成批殺人的血腥計畫終於被制止，我終於博得了第二次生命！（以後的

材料證實：毛主席逝世後，張春橋制定了一個“殺人”計畫，而在湖南“內定”第一批處決

的五十二人中，我被列為“首惡”。）

魯迅不僅對那些在“文革”中熱愛他的青年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又通過這些青年對

中國當代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魯迅著作的藝術改編和魯迅藝術形象的塑造在魯迅誕

辰100周年之際達到高峰，不僅出現了多部由魯迅著作改編或表現魯迅的電影和劇碼，而

且也出現了眾多的美術作品。八十年代湧現出的許多作家和藝術家都深受魯迅的影響，

作家劉恒曾說自己的創作有著魯迅的影子，他最滿意的中篇小說《虛證》可以說是魯迅

的《孤獨者》的翻版。畫家裘沙在“文革”中經歷了許多磨難，目睹了眾多的“阿Q相”和社

會陰暗面，由此萌發了創作阿Q美術作品的念頭。可以說，新時期的文學和美術、電

影、舞蹈、戲劇等藝術都是借著中共中央高調紀念魯迅之風而在“文革”之後復興。正是

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研究專家王富仁指出“魯迅第二次換救了中國文化”，“魯迅是中國文

化的守夜人”。

張抗抗在成為作家之後說：“我覺得，後來在我成年後的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那種維護

人的尊嚴的強烈願望、對弱者的同情、對正義的渴求，以及自己對精神和個性壓抑的不

自覺的反抗的人生態度，是受到我早期熟讀的魯迅先生小說的深刻影響的。……所以，

我始終認為，魯迅先生在思想上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啟迪，在對於我們如何認識世界與文

學、建立正確的人生觀、藝術觀上所起的作用，要大於他作品的藝術性對我們的陶冶”。

作家張揚在八十年代說：“雖然魯迅的思想、人格和作品對我有過深刻而重大的影響，甚

至可以說：沒有魯迅就沒有作為作家的我；然而，由於‘輩份’相距甚遠，一般人是不容易

注意和接受這一點的。……我的作品特別注重人性的反映和感情的刻畫，而且一般都作

為悲劇處理，就是受了魯迅的性格和他那些具有撕肝裂膽之力的悲劇作品的影響。魯迅

著作的影響，還體現在我的長篇小說《第二次握手》和《金箔》中”。[82]



③魯迅著作的藝術改編和魯迅的藝術形象

魯迅是中國現代左翼美術的精神導師，“文革”中，有關部門為了宣傳魯迅而陸續出版

了一些關於魯迅的畫冊和宣傳畫，極大地促進了魯迅在民間的傳播。 “文革”之後，程十

發、范曾、裘沙等眾多的著名美術家都創作過與魯迅題材有關的美術作品，掀起了新時

期美術復興的高潮。

（1）組畫《魯迅——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

1974年7月，國務院文化組美術作品徵集小組編的《魯迅——偉大的革命家、思想

家、文學家》（組畫）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鄭毓敏、潘鴻海、顧盼繪，沈欣、鐘秀

達、馬立編文。編者在《前言》中介紹了魯迅的思想歷程並指出在當前“批林批孔”運動

中學習魯迅的重要現實意義：

毛主席號召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向魯迅學習。當

前，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正在深入開展批林批孔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中，學習魯

迅的革命戰鬥精神，對於提高廣大革命人民的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提高識別真假

馬克思主義的能力，提高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自覺性，和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

級世界觀，反擊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回潮，繼續搞好上層建築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社會

主義革命，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這個畫冊的封面是魯迅像（油畫），扉頁有紅字印刷毛澤東評魯迅的語錄。然後依次

是15幅魯迅形象：1、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魯迅；2、尋求真理；3、“我以我

血薦軒轅”；4、終止學醫，從事新文藝；5、上街宣傳；6、看到新世紀的曙光；7、忠誠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8、支持女師大學生的正義鬥爭；9、在廣州中大校務緊急會議上；

10、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11、在“左聯”成立大會上講話；12、電賀毛主席和黨中央；

13、痛斥“四條漢子”；14、關懷和培養青年；15、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從這15幅圖的

標題和說明文字中可以看出這些美術作品都結合了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義等運動，選

擇了魯迅生平中能體現出魯迅革命色彩的事件作為創作的題材，從而以魯迅的權威性來

表明批林批孔、批判修正主義等運動的合法性和正確性。

《魯迅》組畫出版後受到了好評 。1974年7月6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樹共產主義

戰士的光輝形象——喜看組畫〈魯迅〉》一文，這篇文章對《魯迅》組畫作出了高度評



價，並指出了組畫的現實意義：

長期以來，圍繞著對魯迅的評價、宣傳和用文藝作品塑造魯迅的光輝形象，一直存在

著尖銳、複雜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魯迅》組畫的作者們，正是批判了修正

主義文藝黑線，不斷提高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加深了對偉大的魯迅的認識，加強

了對魯迅的熱愛和表現好魯迅形象的強烈願望，又經過反復加工創造，才取得了較好的

成績。

這篇文章不僅明確指出《魯迅》（組畫）批判修正主義文藝黑線的政治意義，而且指

出《魯迅》（組畫）學習和運用革命樣板戲的“三突出”創作經驗取得的成功，由此可以

看出，《魯迅》（組畫）是貫徹江青的指示，利用魯迅來進行政治路線鬥爭的工具。

（2）《魯迅》美術圖片集

197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了美術圖片集《魯迅》，收錄了“文革”期間創作

的一些以魯迅為主人公的美術作品，這些美術作品大多都收藏在上海魯迅紀念館和廣州

魯迅紀念館。

這些畫基本上代表了“文革”期間創作的以魯迅為題材的美術作品的特點，不僅重點描

繪魯迅革命性的一面，而且借鑒“三突出”的創作方法，在構圖、著色等方面都可以突出

魯迅的戰鬥精神，其中以湯小銘在1972年創作的油畫《永不休戰》最有代表性，也最為

著名。

1972年，湯小銘應上海魯迅紀念館之邀創作了表現晚年的魯迅在病中堅持寫作的油畫

《永不休戰》，標題是為參加全國第二展美術展覽而臨時加上去的，出自魯迅去逝前兩

個多月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一文，此畫也因此而成了魯迅與“四

條漢子”作鬥爭的寫照。這幅畫充分表現出“文革”美術作品塑造魯迅的特點，在當年舉辦

的全國第二屆美展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一舉成為當時所有描繪魯迅的美術作品中最有

影響的作品。

（3）魯迅展覽圖片

“文革”時期，各地的魯迅紀念館都關閉，有關工作人員在閉館期間製作了一些魯



迅圖片的流動展覽到部隊、工廠和農村展覽。

1974年4月，上海魯迅紀念館製作了《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的

流動展覽圖片，用89幅圖片展示魯迅戰鬥的一生，從6月至1975年10月多次到上海的部

隊、工廠和農村展覽。

1976年1月，上海魯迅紀念館把赴日展覽的《魯迅生平》展覽的內容製作成圖片和幻

燈片，在上海的工廠、農村和部隊進行流動展覽。

另外，“四人幫”還利用魯迅展覽來達到他們的目的。1975年，上海魯迅紀念館舉辦了

魯迅批林批孔展覽，1976年4月，上海魯迅紀念館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指示在上海市青年宮

佈置了《學習魯迅、痛擊右傾翻案風》的圖片展覽，後來又到工廠、農村進行流動展

覽，造成了很壞的政治影響。

這些帶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展覽圖片，大都突出了魯迅戰鬥的一面，在當時對於向廣大

人民群眾傳播魯迅的戰鬥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83]

4，結論

“文革”時期是魯迅文化史上最為獨特的時期，不僅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魯迅語錄》，

而且也出現了各種以魯迅為命的紅衛兵組織，官方把魯迅塑造成文化革命的先驅和党的

一名小兵，號召紅衛兵學習魯迅的造反精神，像魯迅那樣在鬥爭中活學活用毛主席著

作，用毛澤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靈魂。為了反擊蘇聯利用魯迅來攻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

言論，中央文革小組召開了有七萬多人參加的紀念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的大會，這次大會

的召開不僅表明“文革”中歪曲利用魯迅達到了頂峰，而且也表明魯迅成為中蘇政治論戰

的工具，極大地影響了普通群眾對魯迅的認識與理解。而有關魯迅的出版物和美術作品

也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當時政治形勢的影響，把魯迅的言論運用的政治運動中去，突

出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鬥士形象。

不過在民間，一些青年還通閱讀魯迅作品從精神上走近魯迅，成為魯迅精神的真正繼

承者。國外的魯迅研究，特別是蘇聯、美國和日本的魯迅研究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各國政治環境的影響，但大都對魯迅作出了比較客觀的評價，有力地彌補了中國魯迅研

究在“文革”時期的偏至，進一步推動了魯迅研究的發展。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魯迅不僅在政治層面極大地影響到“文革”之後的中國社會的轉



型，而且也在文化層面和思想層面深遠地影響了“文革”之後的中國文學創作和藝術創

作。檢點魯迅在“文革”前後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可以看出官方一直在政治層面利用魯迅

來達到影響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目的，同時，一些熱愛魯迅的知識份子在經歷過各種磨

難之後從精神上接近真實的魯迅，在文學和藝術創作中傳承真正的魯迅精神。官方塑造

的魯迅形象和民間構建的魯迅形象又一起構成了魯迅在“文革”時期的複雜形象，官方層

面的魯迅和民間層面的魯迅不僅存在一定的衝突，而且也存在一定的互補關係，因此，

既要關注兩者之間的張力，也要關注兩者之間的引力。如果沒有官方的大力提倡和政治

利用，沒有經歷過生活磨難的知識份子也不太容易接觸到真正的魯迅，從而魯迅精神也

不太容易在民間承傳；而沒有民間知識份子對魯迅精神的承傳，那麼“文革”時期中國文

化史上的魯迅形象就會很單調，魯迅的真實形象就會被遮蔽。從“文革”時期的中國文化

史來看，官方層面的魯迅是官方在社會轉型期影響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工具，魯迅的形

象是被官方扭曲的，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官方已經逐漸拋棄魯迅；與此同時，民間層

面的魯迅一直是知識份子的精神導師，民間對魯迅精神的承傳也一直綿延不絕，並且隨

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魯迅對於中國的價值和魯迅精神的重要性，魯迅依

然在民間的層面對中國社會產生著影響。


